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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市场劳动领域的性别隔离程度快速下降的时代，是什么因素使得

传统主义的家务劳动性别分工模式得以延续？既往研究将原因指向性别差

异依旧明显的个人收入，但学界在收入对家务劳动分工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方

向上存在明显争议。通过对ＣＧＳＳ２０１２数据的考察发现：妻子对配偶经济依

赖的下降会减少其家务劳动比例，二者关系不受个人及配偶绝对收入的影

响；配偶绝对收入的加入使得经济依赖与丈夫家务劳动比例的联系从线性负

相关关系转变为倒“Ｕ”型曲线关系。上述发现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收入与

劳动性别分工的关系提供了更为准确与具体的证据，并预示了一种不同于已

有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联系性机制与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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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半个世纪以来，性别平等主义的发展使得在世界范围内公众对
带有性别歧视的政策、制度、组织形式以及行为的容忍程度大幅度下降
（Ｂｅｍ，１９９３），多数国家肯定女性的人权和公民权，并致力于减少经济
领域中性别准入障碍和性别隔离，由此推动了女性在市场劳动参与、教
育获得、职业选择等领域中性别鸿沟的消除（Ｃｈａｒｌｅｓ，２０１１）。女性在
市场劳动参与率、高等教育入学率、专业技术人员占比等方面正逐渐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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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甚至超过男性（Ｕ．Ｓ．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ｓｕｓ，１９９９；ＵＮＥＳＣＯ，２００８；刘
爱玉、佟新等，２０１５），自１９９０年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中性职业比例
逐渐上升，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李汪洋、谢宇，２０１５）。然而，一
个持续困扰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研究者的问题是，相对于性别分工
在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快速变迁而言，家庭内部的劳动性别分工变迁
速度非常慢，依旧呈现明显的“经济支柱／家庭主妇”的传统主义模式
（Ａｒｒｉｇｈｉ　ａｎｄ　Ｍａｕｍｅ，２０００）。有研究发现，在家务劳动领域仍存在明
显的性别隔离现象，妻子依旧承担主要的家务劳动责任（Ｂａｘ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ｗｉｔｔ，２０１３）。妻子所报告的家务劳动时间普遍是丈夫的２—３倍
（Ｋｏｒｎｒｉｃｈ，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Ｈｕ，２０１５），而且，上述比例随时间推移保持了
较高的稳定性（Ｅｖｅｒｔ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ｒｍｏ，２００４）。家庭内外的劳动性别分
工变迁趋势的差异引发了进一步的研究问题：在市场劳动领域的性别
隔离程度快速下降的时代，是什么因素使得传统主义的家务劳动性别
分工模式得以延续？

女性主义将已婚女性相对于丈夫的经济差距视为女性社会附属地
位得以维系的核心机制（Ｂｒｅ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Ｒａｍａｓ，１９８４）。索伦森与麦克拉
那罕（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Ｍｃｌａｎａｈａｎ，１９８７）的研究认为，仅考虑就业率和职
业的平等化而不考虑个人收入领域中依然明显的性别差异，有可能会
夸大妻子与丈夫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平等化趋势，进而有可能会高估已
婚女性所拥有的家庭权力。上述研究启发之后的研究者将收入的性别
差异视为传统主义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模式得以维持的核心机制
（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Ｇｕｐｔａ，２００７）。尽管如此，不同研究者
在收入通过何种机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已婚夫妻的家务劳动分
工的问题上还是存在争议，由此发展出三种不同的理论框架：“经济交
换理论”认为传统主义的家务劳动分工是夫妻双方经济资源博弈的后
果；“性别偏离中和理论”认为夫妻双方将传统主义的家务劳动分工视
为在经济领域偏离性别形象的补偿机制；“经济自主理论”强调个人的
绝对收入对于家务劳动投入的作用（Ｌａｃｈａｎｃｅ－Ｇｒｚｅｌａ　ａｎｄ　Ｂｏｕｃｈａｒｄ，

２０１０）。
基于跨国数据比较的研究发现，致力于解释收入与家务劳动的理

论可能具有情境适应性（Ｋｎｕｄｓｅｎ　ａｎｄ　Ｗｒｎｅｓｓ，２００８；Ａａｓｓｖｅ，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即，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情境中，收入对于夫妻家务劳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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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影响可能有不同的规律，其作用机制与方向也存在差异，需要采用
不同的理论来解释（Ｆｕｗａ，２００４；Ｆｕｗａ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ｎ，２００７；Ｔｈéｂａｕｄ，

２０１０）。那么，与欧美发达国家在社会结构与性别理念存在较大差异的
中国社会，收入又是如何影响了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分工的呢？本研
究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只有少数研究在研究设计
中将收入对家务劳动的影响考虑在内（於嘉，２０１４；刘爱玉、佟新等，

２０１５；刘爱玉、庄家炽等，２０１５），不仅如此，上述研究在相关研究发现上
也存在明显争议。因此，收入对中国夫妻家务劳动分工的作用尚不明
晰，需要更为直接与具体的专门研究进行考察。本研究通过对中国综
合社会调查的数据（ＣＧＳＳ２０１２）的分析发现，收入对妻子家务劳动的影
响呈现明显的经济交换特征，收入对丈夫家务劳动的影响具有性别偏
离中和特征。不仅如此，不同于国外研究普遍认同的独立性机制，本研
究发现，收入对丈夫家务劳动的作用机制与妻子的绝对收入有紧密的
联系。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家务劳动及其影响因素
家务劳动通常被定义为：出于满足家庭成员需要或者维持家庭关

系与家庭财产需要而做出的一系列无薪酬的劳动（Ｓｈｅｌｔｏ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１９９６；Ｌａｃｈａｎｃｅ－Ｇｒｚｅｌａ　ａｎｄ　Ｂｏｕｃｈａｒｄ，２０１０）。既往研究多数把个人每
周家务劳动的小时数作为家务劳动的操作化指标（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於嘉，

２０１４），这一指标不仅具有较高的客观性，还保证了在不同群体和不同
时间段进行比较的标准一致性，其不足之处在于无法体现夫妻之间家
务劳动的分配公平性。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格伦斯坦提出了一种替代
性方案，即采用个人家务劳动的比例作为家务劳动分工的指标，从社会
学的视角而言，家务劳动的比例作为一种具有分配属性的测量方式能
够更直观地反映劳动分工的分配公平性。格伦斯坦（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０）认为，“多数致力于解释家务劳动分工不平等的理论研究建立在
分配公平性的基础上，作为一种反映相对公平性概念的操作化方案，家
务劳动比例更符合已有解释框架对因变量的操作化要求”。这一操作
化方案在后续的经验研究中得到应用（Ｅｖｅｒｔ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ｒｍｏ，２００４；Ｈｕ
ａｎｄ　Ｋａｍｏ，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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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有三种理论主导了当前的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研究，分别
是“经济资源理论”“时间可及性理论”和“性别意识形态理论”（Ｓｈｅｌｔｏ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１９９６；Ｌａｃｈａｎｃｅ－Ｇｒｚｅｌａ　ａｎｄ　Ｂｏｕｃｈａｒｄ，２０１０）。其中，多数国外
研究者在时间可及性与性别意识形态对家务劳动的影响上已达成一
致：个人其他事务（主要是市场劳动）的时间与家务劳动投入存在线性
负相关关系（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２００７）；性别意识形态越偏向传统主义，妻子
的家务劳动投入越多，丈夫的家务劳动投入越少（Ｐｒｅｓｓｅｒ，１９９４）。然
而，在经济资源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方向上，已有研究依然存在明显争
议，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经济依赖与家务劳动的关系是线性的（经济
交换）还是非线性的（性别偏离中和）（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是经济依赖
还是经济自主影响了夫妻的家务劳动（Ｇｕｐｔａ，２００７）。因此，研究者呼
吁应当在更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实证研究以考察与检验不
同社会结构与文化情境中经济资源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方向（Ｌａｃｈａｎｃｅ－
Ｇｒｚｅｌａ　ａｎｄ　Ｂｏｕｃｈａｒｄ，２０１０）。

国内直接相关的实证研究多数是建立在以上三种理论基础上，综
合考察经济资源、时间可及性、性别意识形态等对于个人家务劳动投入
的作用（於嘉，２０１４；刘爱玉、佟新等，２０１５；刘爱玉、庄家炽等，２０１５）。
与多数国外相关研究一样，上述研究在时间可及性和性别意识形态的
作用机制与方向上获得较为一致的发现：个人的市场劳动时间和家务
劳动投入呈负相关关系（於嘉，２０１４；刘爱玉、庄家炽等，２０１５）；性别意
识形态与家务劳动性别分工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刘爱玉、佟新等，

２０１５；刘爱玉、庄家炽等，２０１５）。然而，在经济资源对家务劳动的作用
机制与方向上，国内的研究也未达成一致。首先，在绝对收入能否显著
影响丈夫的家务劳动上存在不同的发现（刘爱玉、佟新等，２０１５；刘爱
玉、庄家炽等，２０１５）；其次，绝对收入能否替代经济依赖的作用也未有
研究进行考察；最后，经济依赖与妻子家务劳动投入的关系是线性还是
非线性也存在不同结论（於嘉，２０１４；刘爱玉、佟新等，２０１５）。上述争议
说明，探索“经济资源对中国已婚夫妻家务劳动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方
向”议题，需要更为直接与细致的实证研究。

（二）经济交换：以家务劳动换取经济资源
家务劳动分工的“经济交换理论”认为，夫妻间家务劳动分工是夫

妻经济资源交换与博弈的后果（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经济交换理论”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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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理论传统：一是贝克（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８１）的“人力资本理论”；二是“家庭
权力的资源交换理论”（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Ｗｏｌｆｅ，１９６０）；三是“社会交换理论”
的权力依赖传统（Ｍｏｌｍ　ａｎｄ　Ｃｏｏｋ，１９９５）。上述理论皆强调家务劳动与
经济资源之间交换的不对称性。经济资源是一种相对资源，具有社会
结构属性，不仅能反映个人在结构场中的社会地位差异，也能决定社会
的性别权力关系（Ｋｕｌｉｋ，１９９９；林聚任、谭琳，１９９９）。在家庭内部，经济
资源与夫妻所拥有的其他相对资源（如教育程度、职业声望等）一起参
与到家庭权力的交换过程，从而建构与维持了家庭内部的性别权力（李
成华、靳小怡，２０１２；吴帆，２０１４）。彼特曼等（Ｂｉｔｔｍ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较
为清晰地呈现了存在收入差异的双方所进行的资源与权力交换过程：
将参与交换过程的双方假设为Ａ与Ｂ，并且Ａ在收入上更加依赖Ｂ，如
果除了Ｂ以外，Ａ很难有通过其他渠道获取经济资源，而Ａ就只能寻求
与Ｂ交换（以期维持现有的经济水平），而Ｂ在知情的情况下就可以不
用给予Ａ同等的回报（或者向Ａ要求更高的回报），在这个过程中，Ｂ就
对Ａ产生了权力支配，从而导致不平等的投入与回报出现。

家务劳动的“经济交换理论”将参与交换过程的双方定义为支柱方
（相对收入更高的个人）和依赖方（相对收入更低的个人）：如果妻子在
收入上更加依赖丈夫以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他们在经济资源和家务
劳动的交换过程中就同样会产生权力不对等（Ｅｖｅｒｔ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ｒｍｏ，

２００４）；由于婚姻契约保证了支柱方和依赖方在经济收入和家务劳动之
间交换的长期稳定性，这种权力不对等将对家庭内部劳动分工有持续
的影响；家务劳动通常被认为是无薪酬与无现金流的付出，因此，在交
换过程中它往往被赋予更低的交易价值（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上述过程往
往导致如下后果：作为支柱方的丈夫会在交换过程中对作为依赖方的
妻子产生权力支配，并使后者默认家务劳动分配的权力不对等。因此，
作为收入更低的依赖方，即使全职工作，妻子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家务劳
动投入作为与丈夫交换经济资源的条件。反之，如果丈夫和妻子的地
位互换（丈夫是依赖方，妻子是支柱方），那么丈夫的家务劳动投入也会
增加。基于上述交换过程，“经济交换理论”为“为什么妻子有（全职）工
作的家庭依旧呈现出传统主义的家务劳动性别分工模式”提供了解释。

家务劳动的“经济交换理论”对以后的很多研究都有较大启发，基
于索伦森和麦克拉那罕（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Ｍｃｌａｎａｈａｎ，１９８７）对于经济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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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与操作化指标，研究者考察了经济依赖对夫妻双方家务劳动投
入的影响。布赖恩斯（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基于美国数据的研究发现，经济依
赖对于妻子家务劳动投入有显著影响，妻子对于丈夫的经济依赖越低
（即其相对于丈夫的收入越高），家务劳动时间就越少，这一发现也在格
伦斯坦（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的研究中得到支持。艾沃特森和纳蒙
（Ｅｖｅｒｔ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ｒｍｏ，２００４）基于瑞典数据的研究发现，无论对丈夫
还是妻子而言，对配偶经济依赖的下降都会降低个人的家务劳动比例。
简（Ｋａｎ，２００８）通过对英国家户调查追踪数据的研究也得到与艾沃特
森和纳蒙相似的结论，即经济依赖的下降会降低个人（丈夫和妻子）的
家务劳动时间。基于发展中国家数据的分析显示，经济依赖的下降会
降低墨西哥原住民家庭中母亲的家务劳动时间（Ｐｉｎｔｏ　ａｎｄ　Ｃｏｌｔｒａｎｅ，

２００９）。於嘉（２０１４）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２０１０）数据的研究发现，城
镇地区妻子对丈夫经济依赖的下降（作者在原文中使用的是相对收入
的提升）会持续降低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相关的间接研究发现，作为
家庭经济支柱方的妻子在家庭消费中有更大的话语权（Ｋｌｅ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ａｖｅｌ，２０１６）。李建新与郭牧琦（２０１５）发现，夫妻收入差异对家庭权力
关系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帕克曼（Ｐａｒｋｍａｎ，２００４）的研究发现，经济
依赖对于丈夫家务劳动投入的作用效果小于其对妻子家务劳动投入的
效果。

综上所述，根据“经济交换理论”，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如果对配
偶的经济依赖程度越低，那么承担家务劳动的比例就会越低。基于本
文的样本与操作化指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对配偶经济依赖的降低会导致个人家
务劳动比例的降低。

（三）性别偏离中和：以家务劳动补偿性别形象
家务劳动的“性别偏离中和理论”认为，当妻子和丈夫的社会经济

地位偏离了传统的性别形象时，他们会主动在家务劳动领域建构传统
的性别形象以作为补偿，从而保持自身的性别认同（Ｂｉｔｔｍａｎ，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这一理论源自女性主义社会理论家对于“经济交换理论”的批
判，认为它只考虑经济资源的支柱方或依赖方，并不考虑参与交换的双
方对于性别的理解和呈现，也未能将交换所发生的社会情境考虑在内，
这种仅涉及“金钱”而不纳入“性别”的逻辑在解释性别权力关系时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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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个人的能动性（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女性主义社会理论家进而强调
性别本身对于家务劳动的直接影响（而不再是通过收入的性别差异间
接影响家务劳动分工），认为互动情境中的性别可以通过身份、认同、规
范、制度等方式发挥作用，经济收入对于个人家务劳动的影响要和社会
对于性别形象的期望保持一致（Ｃｏｌｔｒａｎｅ，２０００）。

“性别偏离中和理论”将“性别建构论”的“建构性别理论”融入经济
资源对家务劳动影响的解释框架，将性别视为可以通过与他人的互动
生产以及再生产的后果，从这一视角看，性别是在劳动性别分工行为中
建构与维持的（Ｃｏｎｎｅｌｌ，１９８５；Ｃｏｌｔｒａｎｅ，１９８９），性别意义与性别认同通
过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得以维持和呈现。女性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重
要原因是这种行为使得她们能够与社会期望的女性气质相符合，并能
够呈现与维持自身的性别认同；男性通过拒绝家务劳动来保护和加强
他们的男性气质认同（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７）。通过引入“社会
建构论”，“性别偏离中和理论”将社会情境引入经济资源与家务劳动分
工的解释框架（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５）。在父系制社会结构与传统主义性别
观念的情境中，偏离传统性别形象的夫妻会通过主动改变自身的家务
劳动行为：作为经济支柱方的妻子（ｂｒｅａｄｗｉｎｎｅｒ　ｗｉｆｅ）会增加自身的家
务劳动投入，作为经济依赖方的丈夫（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ｈｕｓｂａｎｄ）会降低自身
的家 务 劳 动 投 入 （Ｂｉｔｔｍ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Ｌａｃｈａｎｃｅ－Ｇｒｚｅｌａ　ａｎｄ
Ｂｏｕｃｈａｒｄ，２０１０）。通过上述直接补偿策略，偏离传统性别形象的夫妻
双方重新建构了“经济支柱／家庭主妇”的性别认同，维持了自身熟悉的
传统型夫妻关系并减少了与之偏离的潜在家庭冲突（Ｔｉｃｈｅｎｏｒ，２００５；

Ｍｕｎｓｃｈ，２０１５）。
在经验研究领域，霍克希尔德和玛章（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ｕｎｇ，

１９８９）基于对５０对夫妻的实地研究发现，在妻子收入低于丈夫的家庭
中，２１％的夫妻共担家务劳动责任；在妻子收入与丈夫相同的家庭中，

３０％的夫妻共担家务劳动责任；在妻子收入高于丈夫的家庭中，没有夫
妻共担家务劳动责任，这一现象被作者称为“第二班”（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ｈｉｆｔ）。上述发现揭示了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偏离中和现象，由此引发了
之后学者通过量化研究的方式对“性别偏离中和理论”做进一步检验。
布赖恩斯（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基于美国数据的分析发现，经济依赖与丈夫家
务劳动时间呈现一种倒“Ｕ”型曲线关系，作为依赖方的丈夫会随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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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经济依赖的提升而不断减少自身的家务劳动时间。格伦斯坦
（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美国的妻子和丈夫的经济依赖
与家务劳动的关系都呈现二次曲线特征：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对其
家务劳动比例的作用呈现“Ｕ”型曲线特征，丈夫对妻子的经济依赖对
其家务劳动比例的作用呈现倒“Ｕ”型曲线特征，说明作为支柱方的妻
子会随着对丈夫经济依赖的降低而不断增加家务劳动比例，作为依赖
方的丈夫会随着对妻子经济依赖的提升而不断减少家务劳动比例，作
者在文中首次提出了“偏离中和”的补偿性机制。随后，彼特曼等
（Ｂｉｔｔｍ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基于对澳大利亚的数据的分析发现，对作为支
柱方的妻子而言，经济依赖的降低会导致其家务劳动投入的持续上升，
性别比金钱更具解释力，作者明确提出“性别偏离中和”概念。蒂奇纳
（Ｔｉｃｈｅｎｏｒ，２００５）的研究揭示了非传统型婚姻（即妻子收入高于丈夫）
中夫妻努力建构一种与传统的“男性经济支柱、女性家庭主妇”相符的
性别认同，作者发现，与量化研究的结果类似，妻子相对收入的不断提
升反而会导致其家庭权力的不断下降。施耐德（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１１）的研
究发现，经济依赖对丈夫家务劳动投入无显著影响，但对妻子家务劳动
投入的影响呈现“Ｕ”型曲线特征。基于日本的数据也在收入对妻子家
务劳动的作用中发现了性别偏离中和现象（Ａｎｄｏ，２０１２）。

家务劳动的“性别偏离中和理论”认为，在结构与文化情境偏向传
统主义的地区，经济依赖对于丈夫和妻子的家务劳动投入的影响呈现
二次曲线特征，基于此，笔者对于在父系制社会结构与性别理念偏向传
统主义的中国社会，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ａ：对于妻子而言，经济依赖对家务劳动比例的作用呈现“Ｕ”型
曲线特征；

Ｈ２－ｂ：对于丈夫而言，经济依赖对家务劳动比例的作用呈现倒“Ｕ”
型曲线特征。

（四）经济自主：绝对收入的替代作用
家务劳动的“经济自主理论”强调个人的绝对收入而非经济依赖对

个人家务劳动投入的决定性作用（Ｇｕｐｔａ，２００７）。这一理论源自于古
普塔对于“经济交换理论”与“性别偏离中和理论”的批判性分析：首先，
“经济交换理论”过于强调经济交换对性别权力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即
妻子除了减少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外，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减少自身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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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劳动负担；其次，“性别偏离中和理论”过于强调性别认同对于家务劳
动行为的影响，妻子（以及丈夫）为了维护上述认同甚至愿意放弃个人
利益。古普塔认为，“经济交换理论”与“性别偏离中和理论”存在一定
的不足，即忽略了女性可能是家庭中具有经济自主性的行动者，而经济
自主性来自个人的绝对收入。

古普塔（Ｇｕｐｔａ，２００７）首先论证了绝对收入对个人（主要是指女
性）家务劳动的作用，以及忽略这种作用可能导致的理论缺陷。作者通
过文献梳理发现，妻子的绝对收入比丈夫的绝对收入对于家务劳动消
费和子女抚育消费有更大的影响，经济依赖相同的两对夫妻，绝对收入
为１０　０００元的妻子比１　０００元的妻子在外包或者抗拒家务劳动上可能
具有更大的自主性。作者由此推论，妻子的绝对收入（比丈夫的绝对收
入）对于她的家务劳动（这种通常被认为是妻子的主要劳动）具有更大
的影响，收入水平更高的妻子可能通过购买家政服务等外包形式以减
少自身的家务劳动负担。由于“经济交换理论”和“性别偏离中和理论”
都是在妻子收入和丈夫收入对于家务劳动有同等影响的基础上展开
的，因此，它们都存在未能纳入绝对收入这一关键因素的理论缺陷。由
于未能考虑到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之间的关系，古普塔（Ｇｕｐｔａ，２００７）
认为“经济交换理论”和“性别偏离中和理论”都忽略了收入所代表的社
会群体意义。基于上述批判，古普塔提出一种替代性的理论机制———
“经济自主理论”，强调女性的绝对收入而非经济依赖影响了她的家务
劳动投入。

古普塔在其三篇定量研究文献中对“经济自主理论”做出检验，并
且都证实了妻子的绝对收入对其家务劳动投入的影响，作者通过嵌套
模型发现，经济依赖（及其平方项）的作用仅在不考虑绝对收入时显著，
当绝对收入进入模型时，只有妻子的绝对收入能够显著影响其家务劳
动投入，经济依赖（及其平方项）的作用就不再显著（Ｇｕｐｔａ，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Ｇｕｐｔａ　ａｎｄ　Ａｓｈ，２００８）。古普塔的研究引发部分学者对“经济交
换理论”和“性别偏离中和理论”的质疑，苏利文（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２０１１）认为，
“经济自主理论”的出现预示着“家务劳动的性别偏离中和的终结”。基
于“经济自主理论”的解释，个人的经济自主性对于其家务劳动投入具
有决定性影响，那么，即使对于丈夫而言，他的家务劳动投入也为其绝
对收入而不是相对收入所解释。由此，笔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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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３：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经济依赖对家务劳动的影响在加入绝
对收入后将失去统计显著性，只有绝对收入对家务劳动比例具有显著
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采用的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ＧＳＳ）２０１２年的数据。ＣＧＳＳ２０１２数据覆盖中国大陆地区所
有省级行政单位，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设计，共收回有效问卷１１　７６５
份，应答率为７１．５％。这一份数据的问卷设计涵盖了本文所需要的两
个关键变量：已婚个人及其配偶的收入；已婚个人及其配偶每周的家务
劳动时间（可操作化为家务劳动比例）。此外，ＣＧＳＳ数据也涵盖了家
务劳动研究需要控制的所有重要变量，如婚姻状态、性别意识形态、每
周的市场劳动时间、家庭总收入等。

ＣＧＳＳ２０１２数据分两部分，其中Ｂ卷部分涉及个人具体的家务劳
动时间，共有４　２４９位被访者报告了本人及配偶的家务劳动时间。参
考既往的研究惯例（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Ｇｕｐｔａ，２００７），笔者仅保留婚姻
状态为“已婚”１的个人，由此删去了未婚、同居和离婚的８１个样本。随
后，笔者又把研究对象的年龄限定为１８—６４岁，由此删去了６４２个样
本，剩余３　５３９个样本。在剔除了含有缺失值的样本后，共有２　９６５个
样本进入本文的分析模型，其中男性（丈夫）样本共１　６１２个，女性（妻
子）样本共１　３５３个。

１．也有研究者将其称为“在婚”（刘爱玉、佟新等，２００５）。

（二）变量
１．因变量
本研究参照格伦斯坦（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的方法，将因变量操作化

具有分配属性的家务劳动比例：个人的周家务劳动时间／（个人的周家
务劳动时间＋配偶的周家务劳动时间）。需要说明的是，ＣＧＳＳ２０１２问
卷中的家务劳动测量不包括子女抚育时间，这与绝大多数研究对家务
劳动的理解与定义保持了高度一致（Ｌａｃｈａｎｃｅ－Ｇｒｚｅｌａ　ａｎｄ　Ｂｏｕｃｈａｒｄ，

２０１０）。此外，考虑到劳动时间是限值变量，笔者参考格伦斯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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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将每周家务劳动时间超过１００小时的数据编码为１００。

２．核心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为绝对收入与经济依赖（及其平方项）。绝对收入包括

个人及其配偶过去一年的个人总收入，测量精确到个位数，取其自然对
数进入模型。经济依赖的测量采取了与既往研究完全一致的方式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Ｍｃｌａｎａｈａｎ，１９８７；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即个
人的经济依赖＝（个人年收入－配偶年收入）／（个人年收入＋配偶年
收入），经济依赖的取值范围为－１—１，这意味着个人从经济上完全依
赖配偶到经济上完全不依赖配偶（意味着个人对配偶经济依赖的下
降），０代表夫妻收入相同，不存在经济依赖。为了考察性别偏离中和
模型是否存在，笔者将经济依赖的平方项也放入模型，取值范围为０—１。

３．其他自变量
根据“时间可及性理论”，市场劳动时间可能影响家务劳动分工

（Ｂｉａｎｃｈ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２００７），本文分别控制了个人的周
工作时间和配偶的周工作时间，编码为定距变量，与家务劳动时间的编
码相似，笔者也将每周工作时间超过１００小时的数据编码为１００。考
虑到性别意识形态对家务劳动的影响（Ｋａｎ，２００８），参照既往的研究
（孙晓冬、赖凯声，２０１６），笔者通过ＣＧＳＳ问卷中关于性别意识形态的
五个题目计算出个人的性别意识形态综合得分（越高表示越传统）。研
究发现，子女数量可能影响夫妻的家务劳动投入（Ｅｖｅｒｔ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ｒｍｏ，２００４；杨菊华，２０１４），因此，笔者也将子女数量编码为定距变量
纳入分析模型。此外，本研究还控制了一系列人口身份变量，如年龄及
其平方项（定距变量），户口类型（“非农户口”＝１，“农业户口”＝０），共
产党员身份（“是”＝１，“否”＝０），以及自评健康状况（定距变量）。个人
的教育水平设定为虚拟变量，分别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
及以上”，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既往研究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
位可能对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Ｕｓｄａｎｓｋｙ，２０１１），社
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越有可能购买更多的家政服务，由此改变家务
劳动的规模与分工模式（Ｂｉｔｔｍａ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ｄｅ　Ｒｕｉｊｔｅｒ，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此外，有研究发现，绝对收入在与购买家政服务类型的关系方
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Ｔ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ｄｅ　Ｒｕｉｊｔｅｒ，２００８），尽管在多数情况
下家庭是一个消费单位，但家庭收入对家务劳动分工的作用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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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个人的绝对收入，ＣＧＳＳ问卷中询问了被访者家庭过去一年的总收
入（测量精确到个位数），因此，笔者将取其自然对数纳入模型。因变量
与自变量描述如表１所示。

表１：变量描述统计（Ｎ＝２　９６５）

妻子（Ｎ＝１　３５３）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丈夫（Ｎ＝１　６１２）

标准差均值／百分比
家务劳动比例 ０．７３４　 ０．２１９　 ０．３０５　 ０．２１７
经济依赖 －０．２４０　 ０．４１４　 ０．３１５　 ０．４２３
经济依赖平方 ０．２２９　 ０．３４２　 ０．２７８　 ０．３６４
个人年收入对数 ８．２０３　 ３．２８７　 ９．６０７　 １．７０５
配偶年收入对数 ９．５７８　 １．７９２　 ７．８３６　 ３．５４３
个人周工作时间 ３０．４８２　 ２８．２７０　 ４２．８１７　 ２６．５５０
配偶周工作时间 ４１．５１１　 ２７．０７０　 ３０．４１３　 ２８．４０５
性别意识形态综合得分 ２．７３０　 ０．６９６　 ２．７８４　 ０．６３１
子女数量 １．５９５　 ０．９１７　 １．５６０　 ０．８８７
年龄 ４４．６１５　 １１．１６２　 ４６．４９０　 １０．５７４
户口类型

　农业户口 ５１．８１％ ５２．０５％

　非农户口 ４８．１９％ ４７．９５％
党员身份

　共产党员 ５．９９％ １８．６１％

　非共产党员 ９４．０１％ ８１．３９％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３５．９２％ ２５．００％

　初中 ３０．２３％ ３５．０５％

　高中 １８．０３％ ２２．９５％

　大学及以上 １５．８２％ １７．００％
自评健康 ３．５６９　 １．０３６　 ３．７３１　 １．０２５
家庭年收入对数 １０．４５０　 １．０２３　 １０．４６３　 １．０１７

　注：对于定类变量，本文选择呈现其每一项百分比；对于定距变量，本文选择呈
现均值与标准差。

（三）模型与分析策略
与既往的研究（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Ｇｕｐｔａ，２００７）相一致，本文将采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考察收入对已婚夫妻家务劳动比例的影响。具体分析策略为：第一步，

建立回归模型分别考察经济依赖（及其平方项）与绝对收入对因变量的
影响；第二步，将经济依赖（及其平方项）与绝对收入同时放入回归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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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第三步，将其他自变量放入回归模型，考察经济依赖（及其平方项）
与绝对收入对因变量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稳
健性，本研究将采用三种方式对模型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采用
多重插补法对文中核心自变量的缺失值进行插补，考察研究结果能否
保持稳健性；其次，对样本采取更为严格的限定，在有全职工作（每周工
作时间不少于４０小时）的夫妻中考察收入对于家务劳动比例的影响；
最后，参考采用古普塔（Ｇｕｐｔａ，２００７）的方法（在分析策略的第一步即加
入其他自变量），以检验在控制其他自变量后“经济自主理论”的假设是
否成立。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统计
表１显示，中国１８—６４岁的妻子报告的家务劳动比例均值为７３．４％，

丈夫报告的家务劳动比例均值为３０．５％，妻子报告的比例高于丈夫报
告的比例。既往研究发现，妻子容易高估自己的家务劳动时间并低估
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丈夫则容易夸大自己的家务劳动时间，二者报告
的家务劳动比例具有一定的差异（Ｌｅｅ　ａｎｄ　Ｗａｉｔｅ，２００５），本文的研究发
现与既往研究保持了一致。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２的描述性结果与国内其他
数据关于夫妻家务劳动的比例估算相似，刘爱玉、佟新等（２０１５）基于中
国妇女地位调查２０１０年的数据分析显示，丈夫报告的家务劳动比例
（经计算）为２９．７％，胡杨（Ｈｕ，２０１５）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年的数据的分析显示，丈夫报告的家务劳动比例为２９．２％，本研
究的数据结果（３０．５％）与这些结果基本一致。此外，格伦斯坦
（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基于美国样本的研究发现，妻子报告的家务劳动比
例为６９．１％（丈夫为３０．９％）；艾沃特森和纳蒙（Ｅｖｅｒｔ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ｒｍｏ，

２００４）基于瑞典样本的研究发现，妻子报告的家务劳动比例为７２．７％
（丈夫为２７．３％）。中国夫妻报告的家务劳动比例（妻子约为７０％，丈
夫约为３０％）与发达国家所报告的夫妻比例大体相当。

从表１可知，妻子和丈夫所报告的经济依赖系数均值分别为

－０．２４０与０．３１５，这说明，从相对收入来说，中国家庭中妻子在收入上
更加依赖丈夫。传统的“依赖型”妻子的比例为５８．５％，非传统的“支
柱型”妻子所占比例为１５．５％，有２６％的妻子在收入上与配偶相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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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支柱型”丈夫的比例为６８．３％，非传统的“依赖型”比例为１０．
７％，约２１％的丈夫报告的收入与配偶相等。从绝对收入来看，妻子报
告的个人年收入明显低于其配偶，丈夫报告的个人年收入高于其配偶。
妻子报告的周工作时间约为３０小时，相对而言，丈夫的周工作时间约
为４２小时，这一结果与胡杨和特雷斯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２妻子和
丈夫所报告的性别意识形态综合得分均值分别为２．７３０与２．７８４，总体
来看，丈夫具有更明显的传统主义特征。相对而言，丈夫比妻子更可能
成为党员，这反映二者在政治资本上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妻子的平均
年龄为４４．６岁，丈夫相对高２岁，二者报告的子女数量、户口类型分
布、自评健康和家庭年收入基本一致。

２．胡杨（Ｈｕ，２０１５）发现，中国父亲每周工作４７小时，母亲每周３０小时；特雷斯等（Ｔ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Ｒｕｉｊｔｅｒ，２００８）发现美国女性每周工作２８小时，男性４０小时。

（二）模型结果与分析
１．收入对妻子家务劳动比例的作用
如收入对妻子家务劳动比例的ＯＬＳ模型结果（见表２）所示，模型

整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在模型１．１中放入了经
济依赖与经济依赖平方项，结果显示，经济依赖对因变量的作用是负向
的且具有统计显著意义（ｂ＝－０．０８４，ｐ＜０．００１），说明随着妻子对丈夫
经济依赖程度的降低，其家务劳动比例也会逐渐下降。经济依赖的平
方项对因变量的作用未通过０．０５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经济依赖
与家务劳动比例之间不存在曲线关系。作为一种替代模型，模型１．２
考察绝对收入的影响，个人年收入对数对因变量的作用为负向且显著
（ｂ＝－０．０１，ｐ＜０．００１），说明妻子的家务劳动比例随着绝对收入的增
长而降低，配偶年收入对数的作用未通过０．０５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在模型１．３中同时放入上述变量，模型结果显示绝对收入与因变
量的联系在综合了经济依赖（及其平方项）后失去了统计显著性，经济
依赖对因变量的作用依旧在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为负（ｂ＝
－０．０９６）。模型１．４是在模型１．３基础上加入所有自变量后的全效应
模型，与模型１．３的结果相似，在加入全部自变量后，经济依赖对于因
变量的作用为负向且具有统计显著意义（ｂ＝－０．０６１，ｐ＜０．０５），其他
与收入相关的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都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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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收入对妻子家务劳动比例影响的ＯＬＳ模型结果（Ｎ＝１　３５３）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模型１．３ 模型１．４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ｂ／Ｓ．Ｅ．

经济依赖 －０．０８４＊＊＊ －０．０９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经济依赖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２）

个人年收入对数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８）

配偶年收入对数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个人周工作时间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配偶周工作时间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性别意识形态综合得分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子女数量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户口类型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６）

共产党员身份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６）

教育水平
　初中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６）
　高中 －０．０５＊＊

（０．０２１）
　大学及以上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５）
自评健康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家庭年收入对数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９）
常数项 ０．７１３＊＊＊ ０．７５６＊＊＊ ０．７９１＊＊＊ ０．６１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８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７
　注：＊＊＊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教育水平”的参照组为“小学及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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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可知，收入对中国已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比例的作用呈现经济
交换的特征，即，妻子对于丈夫经济依赖越低，她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比
例越低，这一作用在绝对收入加入模型后依旧显著。由于经济依赖平
方项的作用不显著，因此，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２数据的分析未发现足够的证
据支持妻子的收入与家务劳动中性别偏离中和现象的存在。最后，由
于个人的绝对收入对因变量的作用在考虑经济依赖及平方项后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也没能替代相对收入对于因变量的作用，因此，本研究认
为，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古普塔（Ｇｕｐｔａ，２００７）提出的“经济自主
理论”。

２．收入对于丈夫家务劳动比例的作用
表３显示，收入对于丈夫家务劳动比例影响的ＯＬＳ模型整体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并且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模型２．１只放入经济依赖及其
平方项，结果显示，经济依赖的平方项对因变量的作用在这一模型中未
通过显著性检验，经济依赖（一次项）对于因变量的作用方向为负（ｂ＝
－０．０８５）且在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丈夫对于配偶经济依赖程度
的降低会减少其家务劳动比例。模型２．２单独放入了个人及其配偶的
绝对收入，结果显示，丈夫绝对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家务劳动比例
就减少１．２％（ｐ＜０．００１）；与收入对妻子家务劳动作用的模型１．２不
同的是，配偶的绝对收入能够影响丈夫的家务劳动比例且在０．００１的
水平上显著，配偶绝对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丈夫的家务劳动比例就增
加０．９％。

模型２．３综合考察了收入对于因变量的作用，与模型１．３的结果
相似，个人年收入对数对于家务劳动比例的作用在经济依赖及其平方
项加入模型后失去了统计显著意义。经济依赖对因变量的作用依旧在

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为负（ｂ＝－０．１０３）。然而，模型２．３中的
经济依赖平方项在加入了绝对收入后在０．０５的水平上显著，且其回归
系数方向为负（ｂ＝－０．０５４），即经济依赖对于丈夫家务劳动比例的作
用呈现为倒“Ｕ”型曲线特征。这不仅说明收入对丈夫家务劳动比例的
作用符合性别偏离中和模型的预测，还说明这种特征建立在同时纳入
经济依赖与绝对收入作为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模型２．４是将所有自变
量同时放入回归方程的全效应模型，核心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系
数方向上与模型２．３保持了一致，经济依赖及其平方项对因变量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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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收入对丈夫家务劳动比例影响的ＯＬＳ模型结果（Ｎ＝１　６１２）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模型１．３ 模型１．４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ｂ／Ｓ．Ｅ．

经济依赖 －０．０８５＊＊＊ －０．１０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８）

经济依赖平方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０）

个人年收入对数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配偶年收入对数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个人周工作时间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配偶周工作时间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性别意识形态综合得分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９）

子女数量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户口类型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５）

共产党员身份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５）

教育水平
　初中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５）
　高中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大学及以上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自评健康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家庭年收入对数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常数项 ０．３３９＊＊＊ ０．３４８＊＊＊ ０．３７８＊＊＊ ０．５３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４）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５
　注：＊＊＊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教育水平”的参照组为“小学及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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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０．０５的水平上显著，收入对丈夫家务劳动比例的作用依旧呈现为
倒“Ｕ”型曲线特征，尽管配偶年收入对数对因变量的作用在０．０５的水
平上显著，个人年收入对数的作用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综上可知，收入对丈夫家务劳动比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性别偏离
中和特征，即丈夫的家务劳动比例随着对配偶经济依赖的增加呈现为
倒“Ｕ”型曲线特征。对妻子收入有较高依赖的丈夫会通过减少家务劳
动比例来补偿其性别形象的偏离。个人的绝对收入对因变量的作用在
与经济依赖及其平方项共同放入模型后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基
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２数据的结果也未能支持“经济自主理论”的假设。

模型２．３的结果表明，在加入个人以及配偶的年收入对数后，经济
依赖与丈夫家务劳动比例的关系从线性负相关关系变为倒“Ｕ”型曲线
关系。为了更为细致地考察上述变化的过程，本研究将模型２．３分解
为两个ＯＬＳ回归模型，分别考察加入个人年收入对数与配偶年收入对
数后经济依赖对因变量的作用。模型２．３．１的结果显示，个人年收入
对数的加入并未改变经济依赖平方项对因变量作用的显著性。模型

２．３．２的结果显示，在加入配偶年收入对数后，经济依赖平方项对因变
量的作用在０．０５的水平上显著并且系数方向为负（ｂ＝－０．０５６）。这
一结果说明，经济依赖对丈夫家务劳动比例的作用机制随着配偶绝对
收入的加入发生了转变，即从强调资源博弈的经济交换机制变为强调
性别形象补偿的性别偏离中和机制，这一结果不同于基于国外调查数
据的研究发现。３

３．国外的研究认为收入对家务劳动分工的不同机制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上述转变过程
（Ｇｕｐｔａ，２００７；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１１）。

３．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笔者首先采用多重插补法对核心自

变量进行插补，通过基于 ＭＣＭＣ策略下的插补后，女性和男性的样本
数量分别增加至１　４５５与１　７４１。研究结果显示，经济依赖对妻子家务
劳动比例的作用方向与原文一致，具有经济交换特征，经济依赖平方项
以及个人年收入对数对于因变量的作用都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
对于丈夫而言，配偶年收入对数的加入使得经济依赖对家务劳动比例
的作用从线性负相关关系变为倒“Ｕ”型曲线关系（经济依赖及其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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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对因变量的作用在０．０５的水平上显著，且二次项系数为负）。

表４：收入对丈夫家务劳动比例影响的ＯＬＳ模型结果（Ｎ＝１　６１２）

模型２．３．１ 模型２．３．２ 模型２．３ 模型２．４
ｂ／Ｓ．Ｅ． ｂ／Ｓ．Ｅ． ｂ／Ｓ．Ｅ．ｂ／Ｓ．Ｅ．

经济依赖 －０．７８３＊＊＊ －０．０９５＊＊＊ －０．１０３＊＊＊ －０．０６８＊

（－０．２１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８）

经济依赖平方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３）

个人年收入对数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配偶年收入对数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３５７＊＊＊ ０．３８９＊＊＊ ０．３７８＊＊＊ ０．５３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４）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４

　 注：＊＊＊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其次，本研究对样本进行了更为严苛的限定，只在全职工作的已婚
夫妻中考察收入对于家务劳动比例的影响。模型显示，经济依赖对妻
子家务劳动比例的作用显著且方向为负，经济依赖平方项以及个人年
收入对数对于因变量的作用都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经济依赖在
不考虑配偶年收入对数的情况下，与因变量的关系为线性负相关关系，

一旦加入配偶年收入对数，其与因变量为倒“Ｕ”型曲线关系（经济依赖
及其平方项对因变量的作用在０．０５的水平上显著，且二次项系数为
负）。上述结果与正文模型结果保持了高度一致。

最后，根据古普塔（Ｇｕｐｔａ，２００７）对于经济自主模型的检验策略，笔
者在模型１．２与模型２．２中加入了所有其他自变量。结果显示，对于
妻子而言，其家务劳动比例随着对配偶经济依赖的降低而下降，不存在
性别偏离中和现象，个人年收入对家务劳动比例的作用为通过显著性
检验。对于丈夫而言，随着配偶年收入对数的加入，经济依赖与家务劳
动比例的关系从线性负相关变为倒“Ｕ”型曲线关系（经济依赖及其平
方项对因变量的作用在０．０５的水平上显著，且二次项系数为负），这与
正文结果完全一致。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研究的发现具有较高的稳
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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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和讨论

在过去四十年中，大量的经验研究证实了收入与家务劳动行为的
密切联系，并在理论上依次发展出经济交换、性别偏离中和、经济自主
三种理论机制。迄今为止，关于收入如何影响了已婚夫妻的家务劳动
行为的问题仍存在诸多争议。对于上述争议的一个合理解释可能是，
宏观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情境形塑了收入对于夫妻家务劳动行为的作用
机制及其方向（Ｌａｃｈａｎｃｅ－Ｇｒｚｅｌａ　ａｎｄ　Ｂｏｕｃｈａｒｄ，２０１０），因此，在制度与
观念有差异的社会情境中，收入对夫妻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也不尽相
同。本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的家务劳动性别分工依旧呈现明显的传统
主义特征，妻子承担了超过７０％的家务劳动，丈夫承担了约３０％的家
务劳动；妻子对配偶的经济依赖的降低推动了其家务劳动比例的下降；
丈夫的家务劳动比例则受到其相对收入以及配偶绝对收入的共同
影响。

首先，本研究发现妻子对配偶经济依赖程度的降低会减少其家务
劳动比例，经济依赖与家务劳动比例的关系为线性负相关，未发现足够
的证据支持二次曲线的存在。这一发现与布赖恩斯（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及
艾沃特森和纳蒙（Ｅｖｅｒｔ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ｒｍｏ，２００４）的研究发现一致。本研
究认为，收入对妻子家务劳动的影响符合经济交换机制的原因有两方
面。首先，中国社会核心家庭比例的上升（Ｔｓｕｉ，１９８９；王跃生，２００６；

Ｙｅｕｎｇ，２０１３）和父系结构下妻子（相比于丈夫）从生身父母家庭得到的
有限支持（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９），使得除了丈夫以外，女性在婚后难以从其他
交换渠道获取经济资源。当前中国社会依旧存在明显的收入性别差异
（李春玲、李实，２００８），这导致相对经济地位更低的多数妻子在经济上
更加依赖其配偶，在家务劳动领域的议价能力严重不足，因此，默许通
过付出更多的家务劳动作为向丈夫获取经济资源的交换条件。其次，
既有研究发现中国女性的性别意识形态相对于男性而言具有更明显的
平等主义特征（Ｓｈｕ　ａｎｄ　Ｚｈｕ，２０１２；Ｏｓｈｉ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孙晓冬、赖凯
声，２０１６），由此减少了中国已婚女性对性别偏离做出直接补偿的可能
性，还增加了她们选择通过降低经济依赖以减少家务劳动负担的经济
交换策略的可能性。

其次，本研究发现，丈夫对配偶经济依赖的提升会导致家务劳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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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呈现倒“Ｕ”型曲线特征，这是首次有研究发现中国丈夫的家务劳动
行为中存在性别偏离中和特征。笔者认为，收入对中国丈夫家务劳动
影响的性别偏离中和特征来自于两种社会因素的合力：在个人层面，丈
夫的性别意识形态比妻子更偏向传统主义，作为经济依赖方的丈夫在
日常生活互动中对性别形象偏离的感知更为强烈；在社会层面，父系制
度结构和儒家文化传统下社会对于丈夫的性别角色期望更偏向传统的
“经济支柱”要求。上述两种社会力量的合力导致在经济地位领域偏离
“经济支柱”这一男性角色的丈夫会在其他领域努力建构符合上述角色
要求的性别认同，家务劳动作为日常生活互动最能呈现性别角色的行
动成为丈夫建构性别的选择。作为依赖方的丈夫会通过降低自身的家
务劳动参与比例以彰显自身的男性地位，从而补偿性别形象的偏离。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支持了刘爱玉、佟新等（２０１５）和刘爱玉、
庄家炽等（２０１５）关于已婚女性的经济依赖与家务劳动时间呈现的线性
负相关关系，但未能发现绝对收入的作用。本研究认为，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是因变量的操作化方式问题，既往研究已经证实，即使在数据相同
的情况下，将家务劳动操作化为绝对的家务时间和相对的家务比例，也
会导致收入对因变量的作用存在差异（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０）。此外，於嘉（２０１４）的研究将农村女性样本出现的“性别偏离中
和”现象（该文称为“性别表演”）的原因归结于农村地区的女性受到传
统性别观念的影响，遗憾的是，上文模型设计中未能纳入性别观念。性
别观念（或性别意识形态）对于女性家务劳动具有显著地影响（Ｌａｖｅｅ
ａｎｄ　Ｋａｔｚ，２００２；Ｂｒａｕ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Ｅｖｅｒｔｓｓｏｎ，２０１４），在加入性别观念
后，本文以及刘爱玉、佟新等（２０１５）和刘爱玉、庄家炽等（２０１５）的实证
结果皆未发现经济依赖对女性家务劳动的影响呈现“Ｕ”型曲线特征，
因此未能支持“性别偏离中和”现象的存在。与以往关于收入与已婚夫
妻家务劳动的理论机制与经验发现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是否将配偶
的绝对收入考虑在内会使得经济依赖与丈夫家务劳动比例的关系呈现
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如果不考虑配偶的绝对收入，收入对丈夫家务劳
动的影响则具有经济交换特征；如果考虑配偶的绝对收入，上述关系则
呈现性别偏离中和特征；在经济依赖及其平方项的作用外，配偶的绝对
收入依旧对丈夫的家务劳动比例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说明，无论是
强调经济的依赖方与支柱方的“经济交换理论”，还是强调对偏离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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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补偿的“性别偏离中和理论”，都不能单独解释收入与中国已婚
男性家务劳动的关系。“经济自主理论”虽然不能解释中国已婚女性自
身的家务劳动比例，却能够通过妻子的收入以及妻子相对于丈夫的收
入来预测丈夫的家务劳动比例。因此，致力于解释收入与夫妻家务劳
动行为的三种理论不再像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研究者所理解的那
样，是一种分裂、独立和互斥的关系（Ｌａｃｈａｎｃｅ－Ｇｒｚｅｌａ　ａｎｄ　Ｂｏｕｃｈａｒｄ，

２０１０），而是呈现一种联系性特征。这种联系性为收入与家务劳动的关
系研究预示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揭示框架，即在家庭结构的父系制特
征明显但女性经济地位快速提升的中国社会，丈夫的相对收入和妻子
的绝对收入共同解释并预测了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变动趋势。

基于上述发现与讨论，本研究认为，中国家庭内部可能存在关于性
别认同的间接补偿策略。这种间接补偿策略发生的社会背景为：中国
社会默认已婚女性要承担妻子、母亲和工作者三种角色的职责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５），在多数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和针对妻子与母亲的社
会福利供给不足的双重限定下，妻子的家务劳动负担已经非常重（杨菊
华，２０１４）。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中作为经济支柱方的妻子，正尝试探索
一种在不增加自身家务劳动负担的同时建构传统性别认同的间接补偿
策略。这一策略表现为：依赖型丈夫的妻子（即支柱型妻子），可能会通
过购买家政服务的方式减少丈夫的家务劳动参与，这部分服务可能包
括搬运物品（如搬家、电器等）、户外劳动（如玻璃擦洗）、接送家人等原
本由丈夫承担的“男性家务劳动”。由此，依赖型丈夫报告的家务劳动
比例可能随着妻子用于购买这部分家政服务的支出的不断上升（而这
部分支出又与妻子的绝对收入以及夫妻的相对收入有关）而逐渐下降，
而妻子仍然将这部分劳动视为丈夫的家务劳动参与（只是通过购买服
务，不再由丈夫亲自操作了）。通过上述过程，妻子不仅未增加自身的
家务劳动负担，还通过间接补偿的方式（与丈夫主动的性别补偿一同）
建构了丈夫的传统性别形象，维持了传统“经济支柱／家庭主妇”的性别
认同。

未来的研究应在如下两个方面继续考察收入对夫妻家务劳动的影
响。首先，由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未能将其他家庭成员（例如子女、父
母、其他同居亲属等）的家务劳动比例计算在内，理想的情况应当是：个
人的家务劳动比例＝（个人的家务劳动时间）／（所有家庭成员的家务劳

·６３２·

社会·２０１８·５



动时间）。尽管根据格伦斯坦（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的研究，夫妻双方的
家务劳动比例约占家庭成员的９３％，但考虑到中国社会依旧存在较高
比例的根干家庭（即夫妻和父母共同居住的家庭），未来的研究应当在
问卷设计和数据分析中加入其他成员的家务劳动比例。其次，尽管已
有的研究发现妻子更多的是通过相对收入提升的议价方式而不是通过
自主购买家政服务的方式以减少家务劳动负担（Ｋｉｌｌｅｗａｌｄ，２０１１），由于

ＣＧＳＳ问卷中未涉及具体的家政服务支出，本研究依旧无法排除妻子
通过相对收入提升而增加购买家政服务以降低家务劳动比例的可能
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当在细化家庭支出的前提下尽可能将家政服务
支出（或者购买家政服务的决策权）纳入自变量体系，从而更精确地评
估收入对于中国已婚夫妻家务劳动分工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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